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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长期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历史基础、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政策制度、文化教育水平、人力资本与人口

迁移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在定性分析各驱动因素的基础上,采用空间回归模型(SRM),通过其包含的古典经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以及空间误差模型等三种模型比较分析,将上述诸多因子进行降级处理,从全局角度把握人口结构与

经济耦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以 2010年为例进行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静态分析。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

模型从局部视角,对 1990-2010年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空间分异特征与动态演变研究,以深入探讨江苏省人口结构与

经济耦合发展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20 年以来,经济水平对耦合度的促进效用最大,老年抚养比的阻碍作用最

大。不同机制在空间上具有非均衡性,同一机制在不同阶段对不同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影响可能不同。

最后,针对上述机制分析,提出促进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耦合 人口结构 空间回归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机制 

中国人口发展历程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主要围绕人口数量,21世纪核心问题则转变为人口结构。由于人口结构转变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自上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且局限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问题研究自本世纪才开始,故目前

国内外从整个人口结构的视角出发,其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研究较少,而针对某个类型的人口结构机制方面的分散型研究比较

多。人口结构对经济的总体影响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从整体上总的人口结构出发,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效应,揭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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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联、协调发展[1,2]揭示人口结构和经济协调发展符合“倒 U”型曲线。另一种是,仅从单一视角分析某一

要素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口性别结构(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人口红利”、老龄化、抚养比等)、

人口产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农业人口比重)、人口文化结构(人口质量、人力资本)等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3,4,5,6,7,8,9,10,11,12]

但

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人口结构与经济间交互作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如张传敬[13]指出的采用定性或定量方法,最常用的有简单相关分

析法、生产函数分析法和增长回归分析法三种方法。经济发展对人口年龄结构、文化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影响单独成文

的研究很少,但大多时候会在研究某些方面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时涉及到,例如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镇化等的影响因素时提到。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成果较少,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成果较多。大多研究仅从单一视角分析某一

要素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以经济发展因素为主,对其他社会及文化影响因素考虑不全,由于特定社会背景与研究技术的局限,缺乏

全面系统的整合。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研究技术水平的提高,影响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已不仅限于某一要素,而是错综

复杂甚至相互影响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引起的,多因素、大规模与交叉影响的研究将是未来人口结构的主要分析方向。 

本人曾通过阐释协调发展与耦合发展区别从而突出耦合发展研究的重要性,将耦合类型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分别对中国

以江苏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和江西省为代表的中部地区人口与经济耦合发展进行分析[14,15,16,17],发现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大

省和经济强省,江苏省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变化较大、耦合类型及经济发展阶段类型均较齐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口

与经济耦合关系不同阶段的特征,在全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性,21 世纪以来,随着人口迁移频繁与社会结构转型,人口结构转变

逐渐成为江苏省甚至全国最重要的人口问题之一,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演变规律及其形成机制日益成为可持续发展亟待解

决的问题。故,本文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以江苏省为典型案例,将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将系统内的诸如人力

资本、人口老龄化等作为其内生因素,将系统外的诸如交通条件、政策制度等作为外生因素,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及地理加权模型

等方法探讨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老龄化、人口迁移等对耦合发展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制定人口发展对策

与宏观的区域发展战略、引导人口结构与经济在不同县域空间上合理有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空间回归模型及变量选取 

传统计量模型假设研究的空间实体之间相互独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Regression Model,SRM)摒弃了传统计量模型中

认为空间数据只是孤立随机的假设,在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中加入空间距离因素,研究探索单元间的空间相互作用。 

LucAnselin提出了空间自回归的一般模式[18]: 

 

式中,y 为 n×1被解释向量,ρ 为空间滞后项系数,W1,W2为 n×n 的空间权重矩阵,x为 n×k 解释变量设计阵:β为 k×1 回

归参数向量,μ为具有对角线协方差矩阵 W的正态分布误差向量,λ为空间误差相关系数,ε为 n×1随机误差向量,In为误差的

空间自相关系数。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可行性,结合江苏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为因变量,

选取经济水平、经济结构与人口产业结构、人口发展、“人口红利”、城镇化水平等 8 个方面的人均 GDP、GDP、第三产业产值

比重等 24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初步分析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形成机制。 

在以上变量选取基础上,构建江苏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三种空间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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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 

 

式中,k为变量数,其余变量解释见上述公式。鉴于上述原始指标数据量纲和数量级不同,在进行模型计算前,采用极差标准化

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及指标选择 

1.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是在一般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处理空间依赖性的技术,在本质上属于全局模型[19]。传统的

线性回归模型(OLS 模型)只能估计参数的“平均”或“全局”,无法反映空间局部的变化,故不再适用[20]。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GWR)可获得不同驱动力子随空间地理位置变化而变化的参数估计,可有效处理回归

分析中的空间异质性现象[21],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故本文运用 GWR 结合 ArcGIS 空间可视化等方法,比较分析 1990 年、2000年以

及 2010年江苏省县域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形成机制的空间异质性模型结构如下[21]: 

 

式中,(ui,vi)是第 i个样本空间单元的地理中心坐标,εi为残差,βk(ui,vi)是连续函数βk(u,v)在 i样本空间单元的值。 

在构建 GWR模型前,先对 1990年、2000年与 2010年这三个年份的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做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

Moran’sI 的估计值均大于 0,说明耦合度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由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耦合度又表现一定的空间差异性,

这为构建 GWR 模型分析各变量对耦合度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非平衡性态势奠定了理论基础。设江苏省某年某县域人口结构与经

济发展耦合度为 yi,第 i个点的坐标为(ui,vi),根据上文选取的变量信息,构建模型如下: 

 

式中,x1-x8分别表示某年上述指标变量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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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选择 

根据上述空间误差模型结果,由于自然条件对于大尺度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但在江苏省县域尺度上,其影响力差异较小,故

此处剔除。鉴于人口总数、劳动年龄组人口比重、第三产业人口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等 4个变量,在进行 GWR模型时产生共

线性致使解释变量冗余,使模型估计失真或者难以估计准确,故剩余的变量都能进入 GWR模型,从而构建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

的形成机制指标，运用 GWR模型探讨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演变特征。 

二、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及其驱动力分析 

(一)耦合度模型及其结果 

依据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原理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关联系数,建立耦合度模型,得到耦合度,具体公式及其相关变量的释

义及耦合类型划分详见相关文献[14]。 

 

图 1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驱动力 

利用上述方法模型计算可知,(1)耦合度:1990-2010 年江苏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分别为 0.652、0.634 和 0.634,

从 1990-2010 年期间,江苏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整体小幅度下降,较高关联为主转变为中等关联为主。苏北耦合度普

遍高于苏中、苏南地区,各县域单元耦合度由北向南大体呈由高-低-次高的趋势。(2)耦合类型:从 1990-2010 年,全省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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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耦合从以低水平型为主,转向由拮抗型向磨合型过渡的阶段。与 1990 年相比,全省耦合类型整体升级,耦合类型呈现由北

向南逐渐升高的空间格局,苏北地区属于低水平型的耦合区几乎全部转变为拮抗型;苏中地区有少量低水平型主要升级为拮抗型,

而大部分拮抗型主要升级为磨合型;苏南地区则由磨合型为主升级为协调型和磨合型并存为主。可见,耦合度是反映人口结构与

经济是否耦合发展的重要指标,耦合类型则是耦合度与经济发展阶段结合后,深刻反映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程度的重要划分依

据。 

耦合发展时空格局变化,反映了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高速公路、高铁以及过江隧道等的建设,促

进不同区域之间物质流、人流与信息流的频繁互动,从而促使全省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在涓滴效应下加强,南北差异依然

存在,但伴随苏北地区耦合度总体下降、苏南与苏中地区总体上升,因而苏南与苏北的差异有所缩小,然而由极差总体略增大可见

苏北内部差异略有扩大趋势,需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二)驱动力分析 

人口结构与经济是一种相互作用、交互耦合的关系,两者间的耦合关联作用错综复杂,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是自然、

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长期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历史基础、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政策

制度、文化教育水平、人力资本与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其中人口系统内的人力资本、人口迁移等影响因素为内部驱动

力(内生因素),系统外的诸如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经济水平等为外部驱动力(外生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大系统而言,其影响因素众多,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人文因素,应从系统的观点

出发,综合分析,来探讨在这些要素作用下的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态势演变的形成机制(图 1)。 

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基础等是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时空差异的原始驱动力,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是根本驱动力,

人力资本、思想观念与教育文化水平等是内生驱动力,政策制度、投资环境、交通条件、人口迁移等是长期的外部驱动力。这些

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区域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具有综合效应。 

三、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机制动静态分析 

(一)基于空间回归模型的影响因素静态分析 

采用最大似然法,在比较空间回归模型时,若模型中的拟合度 R2愈高,拟合度对应的 Loglikelihood 愈大,则说明模型的拟合

度愈高,回归效果愈好。(为便于比较,回归系数等保留小数点后 4位,其余保留小数点后 2位,全文同此。) 

空间误差模型相对于古典经济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而言,对于 2010 年江苏省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空间极化现象模拟

的更好。空间误差模型的 R2值为 0.9973,LOGL 值为 184.6849,均高于古典经济模型(R2值与 LOGL 值分别为 0.9971,178.7010)与

空间滞后模型(R
2
值与 LOGL值分别为 0.9972,179.9760)的对应指标。依据模型最优拟合的判别方法,故选择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区

域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空间极化现象模拟。 

1.经济水平对于耦合度影响最大,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及其偏离度起促进作用 

人均 GDP对耦合度的系数最高(0.9824),说明经济水平对于耦合度的影响程度最高;属于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量中,第三

产业人口比重排名第四(0.1930)、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排名第六(0.1070)、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名列十一(-0.1108),可见产业结

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对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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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总数、劳动力资源及人口迁移促进作用很大,老年抚养比阻碍作用最大 

属于人口发展的指标中,人口总数排名第二(0.5622),人口迁入率排名第五(0.1910),说明人口发展对于耦合度的影响力总

体而言较高,人口规模对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具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属于“人口红利”的变量中,劳动年龄组人口比

重排名第三(0.4486)、老年抚养比系数最小(-2717.0310),说明劳动人口比重愈大,愈有利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老年抚

养比越小,越处于“人口红利”期,越能促进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 

3.文化教育水平对耦合度影响力较大 

属于教育水平的指标中有平均受教育年限进入模型,其系数为 0.0646,排名第七,说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口文化

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 

4.交通条件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对耦合度起阻碍作用 

属于交通条件的指标——交通公路客运量,系数为-0.0886,排名第十,说明交通事业的发展在 2010 年与耦合度呈负相关,交

通事业的发达本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若人口结构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便会阻碍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 

5.自然条件对耦合度有一定影响力 

属于自然条件的指标中,平均降水量排名第八名(0.0151)、平均气温排名第九(-0.0657),说明平均降水量有利于人口结构与

经济的耦合发展,而平均气温则在 2010 年同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呈负相关。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属于城镇化水平的指标

——城镇化率,由于系数的 P值 0.5623,故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主要机制动态分析 

在 GWR模型中,每个空间单元均有特定的系数,各系数值进行统计,得到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为方便比较,所有回归系

数等均保留小数点后 4位,其余便于比较的如百分比等均保留小数点后 2位。) 

GWR模型解释了县域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总变异的 98.69%(1990年)、98.72%(2000年)和 78.48%(2010年),1990、2000

年与 2010年 GWR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 0.9802、0.9816与 0.9826,相比 OLS对应年份的 0.9753、0.9744与 0.9701均有较大提

高,说明 GWR模型的拟合结果要显著优于 OLS模型。 

1.人均 GDP主要呈正相关,空间格局由南向北递减演变为由东向西递减 

江苏省县域人均 GDP与耦合度除 1990年苏北部分地区外,其余地区及 2000年、2010年均呈正相关,影响力(回归系数绝对值)

总体上增大,影响力排名第 3名上升至第 1名(图 2)。说明人均 GDP低的地区经济欠发达,经济发展无法满足人口规模、人口年龄

结构、人口城乡结构等发展的需求,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两者关系较为密切,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高,因而呈

负相关,若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结构与经济的矛盾关系有所缓和,人口结构与经济日益相互协调发展,经济的发展水平

将促进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发展,故而呈正相关。 

由人均 GDP 高低值区空间演变可见,1990 年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最发达的南部地区及经济欠发达的北部地区人口结构与经

济的关系均密切度较高,其中南部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相对协调而关系密切,北部地区则是人口结构与经济矛盾相对较大的地区,

当 2000 年与 2010 年伴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发展水平虽影响力增大,但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已不是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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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度最主要的因素,故苏州市区、南京市区等苏南地区人均 GDP 对其耦合度影响度最低,而经济欠发达的灌云县等苏北地区却

仍深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图 2 1990-2010年 GWR模型人均 GDP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2.平均受教育年限与耦合度主要呈负相关,由南向东北递减变为由西北向东南递减 

江苏省县域平均受教育年限与耦合度在 1990年、2000年与 2010 年均主要呈负相关,影响力排名由第 6名下降至第 5 名(图

3)。说明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地区耦合度越低,这与前文空间误差模型研究的 2010年结果有所出入,但并不矛盾,首先,因为不

同模型方法不同、指标选取不同、角度不同,故可能存在不同结果,其次,针对平均受教育年限与耦合度的关系而言,从全局角度

看呈正相关,而局部看呈负相关,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及技术创新是否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由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高低值区空间演变可见,苏南地区及启东市等东部沿海地区伴随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高,促进经济发展

水平提高,能满足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的需求,人口结构与经济的矛盾缓和,故耦合度降低,受教育年限与耦合度呈负相

关。而苏北地区尤其是西北部虽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所提高,但其提高的程度未能达到促进经济大幅度发展的程度致使人口结构与

经济发展的矛盾异常激烈,耦合度较高,故平均受教育年限限制耦合发展。然而 2010 年从全局角度看,文化素质的提高虽能促进

经济发展,却仍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如虽本科以及上人口较多,但经济发展亟需的专业技工短缺)或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使经

济跟不上人口文化结构水平(如高新技术人才较多而高新技术产业尚不发达),故全省平均受教育年限与耦合度呈正相关。 

 

图 3 1990-2010年 GWR模型平均受教育年限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3.人口迁入率与耦合度主要呈负相关,由中部向南、北递减转变为由南向北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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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县域迁入率与耦合度在 1990年、2000年主要呈负相关,到 2010年已有部分地区呈正相关,影响力有所增大,影响力排

名由第 4名下降到第 6名(图 4)。说明迁入率对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影响主要为限制作用,但 2010年出现对小部分地区起

促进作用的现象,在 20世纪,由于人口迁入率越高,耦合度越低,两者呈负相关,主要由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时,人口迁移尚不太频

繁,虽然 2000 年迁入人口规模开始增加,迁入人口中以年轻人口为主,导致净迁入地人口年轻化,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缓解了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将伴随迁入率的增加而降低。进入 21世纪以来,尤其是 2010年,伴随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迁移活动愈加频繁,然而大量迁入的人口中,文化素质良莠不齐,有进城务工的亦有外地考入大学本科

及以上毕业后留在大中型城镇的,因而人口文化结构、就业结构等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苏南经济较发达地

区人口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度日益增高,伴随人口迁入率升高,故耦合度开始呈正相关。 

 

图 4 1990-2010年 GWR模型迁入率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图 5 1990-2010年 GWR模型交通公路客运量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4.交通公路客运量与耦合度主要呈正相关,由西北向南递减变为由东北向南部递减 

江苏省县域交通公路客运量与耦合度主要呈正相关,影响力排名由第 1 名下降到第 2 名(图 5)。说明交通公路客运量越高的

地区耦合度越高,主要是由于公路运量所表征的交通事业发展条件越高,人口流动、信息流动、生产资料流动等就越频繁,导致人

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激烈,两者的耦合度越高,相反,交通公路客运量越低,耦合度越低。这与前文空间误差模型 2010年的

结果有所出入,但并不矛盾,首先,由于不同模型方法不同、指标选取不同、角度不同,故可能结果不同,其次,针对交通事业发展

与耦合度的关系,从全局角度看呈负相关,而局部看呈正相关,关键取决于交通事业不断发展所促进的各要素流动是否能让人口

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缓和,若能,则耦合度降低,故呈负相关,若不能,则耦合度升高,故呈正相关,从全局来看属于前者,从局部

来看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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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交通公路客运量高低值区空间演变可见,交通公路客运量对耦合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空间波动性,同时反映了交通发展条

件对于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已不构成关键性机制,但对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地区的耦合度影响却依然

较大,甚至成为至关重要的驱动力机制。 

5.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与耦合度呈正比,由西南向东、北部减变为由东南向北递减 

江苏省县域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与耦合度主要呈正相关,影响力排名由第 2名下降到 2010年的第 3名(图 6)。第三产业结构

偏离度越高的地区耦合度越高,说明偏离度越小、绝对值越接近 0,则第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接近越合理,人口结构与经济的

矛盾越小,两者间的耦合度越低,相反,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越低的地区耦合度越低,说明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越大,则第三产业

的产值比重越大于其就业比重,导致人口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尖锐,两者间的耦合度

越高。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对耦合度的空间影响具有反复波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产业结构与人口就业结构调整的差

异性与波动性。 

 

图 6 1990-2010年 GWR模型第三产业偏离度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6.老年抚养比与耦合度主要呈负相关,由西北向东南部递减变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江苏省县域老年抚养比与耦合度在 1990 年与 2000年均呈负相关,2010 年小部分地区呈正相关,影响力排名由第 5 名下降至

第 4 名(图 7)。说明当老年抚养比<=23.0 时,依据瑞典“人口红利”及“人口负债”划分标准(表 3.2),属于“人口红利”期,在

这一阶段内,老年抚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大,劳动力资源越丰富,然而劳动力数量过多、人口素质可能导致人口结构无法满

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尖锐,其耦合度越高,相反,在这阶段内,老年抚养比越高,则“人口红利”

越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有所缓和,其耦合度越低,故呈负相关。当老年抚养比高于 23.0 时,老年抚养比越大,劳动力人

口压力越大,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矛盾越激烈,耦合度越高,故到了 2010 年极少部分地区老年抚养比与耦合度呈正相关。进入 21

世纪以来,南北差异扩大导致,经济较发达、医疗水平较高且比较宜居的苏南与启东市等地区伴随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

年抚养日益增高,因而对耦合度的空间效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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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90-2010年 GWR模型老年抚养比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四、结论与建议 

1.江苏省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不平衡性受地理位置、历史基础、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交通条件、人口迁移等综合

作用的结果。对于古典经济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而言,空间误差模型相对于 2010 年江苏省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空间极化

现象模拟的更好。进入空间误差模型(SEM)的共有 12 个因素中,经济水平对于耦合度影响最大,老年抚养比对耦合度的阻碍作用

最大。 

2.GW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990-2010年,整体而言,各影响因素中人均 GDP、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交通公路客运量等与耦合

度主要起促进作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迁入率、老年抚养比等与耦合度主要起阻碍作用,人口迁入率具有不稳定性。其中,人

均 GDP、人口迁入率对耦合度影响力不断增大,平均受教育年限、交通公路客运量影响力总体变小,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及老年抚

养比影响力先增大后变小。各因素空间差异的变化特征导致了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空间不平衡性。 

3.对策建议:全省三大区域及各个县域应根据其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策略。

例如苏北地区首先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以应对其产业结构在三大区域中最不合理的问题;其次,应采取措施将劳动力资源转化

为人力资本、留住人才,以抓出“人口红利”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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